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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獻與早期道教》，姜守誠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6。432頁，彩圖8頁。人民幣99元。

近年來，姜守誠博士先後發表了一系列以出土文獻及其宗教意義為主
題的論文。這些論文運用的材料新穎，觀點也很具啟發性，筆者因此
一直有所關注。本書是作者此一階段相關研究的集成與總結。與業已
發表的單篇論文相比，本書不僅在討論範圍上有所擴展，對於具體 

問題也有更深入的探討。同時，通過本書的緒論及結語，我們也可以
了解到作者長期在此一領域耕耘所收穫的心得。因此閱讀本書不僅可
以對具體的問題有深入的了解，也能引生不少關於道教史基本問題的
思考。

本書中所說的早期道教是指漢魏南北朝時期的道教（頁2）。漢魏
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宗教史上劇烈變化的一個時期。其間道教與佛教相
繼登場並迅速發展，徹底改變了中國宗教的圖景。因此這一時段向來
是道教研究的熱點之一，積累深厚，成果極豐。本書之得以在前賢基
礎上又有所推進，則主要得益於其所利用的以簡帛文獻為主的各種新
出土文獻，以及對這些資料的處理方法。

新資料的發現與運用對於學術研究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應該
是學術界普遍的共識。就道教研究而言，敦煌遺書中《老子想爾註》和
《通門論》等資料的發現都有力推動了新研究的展開便可說是典型的例
子。可惜的是與敦煌遺書或墓券等較早為人注意到的材料相比，近年
來層出不窮的各種出土文獻與文物對道教研究的價值卻仍未得到充分
的重視。雖然饒宗頤、王育成、張勛燎、白彬、劉昭瑞等學者先後都
對其中部分資料加以研究，但是總體來說還未能充分體現出這些資料
的研究價值。而本書即是以這些出土文獻、文物為核心資料，通過新
的原創性的工作進一步強調這些資料的寶貴價值。

對於這些新出土的資料，本書也有一定的選擇，從中可以看到作
者對早期道教研究方向的思考。正如本書緒言所述，歷來的早期道教
史研究相對比較重視「史書留名，事跡有載，著述存世的高道人物」，
對於實踐性和信仰性特徵較為濃厚的基層的道教情況較少討論 

（頁2）。而這種傾向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於資料的限制。藏經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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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本身經過歷代高道甚至官方挑檢，自然會更多保留道教精英的著述
與意見，將民間性的宗教實踐置於邊緣的位置。與藏經資料相對，出
土文獻並未經過刻意的編輯，反而能更直接反映一時一地人們鮮活的
信仰，正可彌補藏經資料的不足，觸及歷來的研究中較難接觸到的領
域。出於這樣的意識，作者特意選取了一系列和庶民階層的宗教信仰
與實踐有關的資料進行討論，藉此展示早期道教與民眾生活之間的關
聯。通過對這些資料的整理與分析，作者提出早期道教之與民眾生活
的互動和交流主要是圍繞著方術與道術、葬俗與信仰這兩條主線展
開，並就若干實例進行了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理解。雖然這些
研究還無法解決道教和方術、民俗關係的疑問，卻為進一步的研究提
供了扎實的基礎和寶貴的意見。

本書另一個可為後來者鏡鑑之處，在於其對出土資料的處理方
式。新資料與舊資料之不同往往不僅在於內容也在於形式。不同形態
的資料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整理和運用，才能充分發揮其應有的價
值。因此新資料的湧現往往要求研究者學習和掌握新的研究方法。就
本書所面對的出土資料，尤其其中的簡帛資料而言，研究者首先需要
面對的是楷定文字、究明文意的工作。這些事情雖然看來瑣碎，但卻
是不可或缺的基礎工作，對研究成果有決定性的影響。本書中對重要
文獻，往往是先細緻地羅列先行研究的意見，再以文獻學方法加以檢
視和疏通，最後徵引藏內外的各種資料提出自己的解讀與看法，為進
一步的研究鋪平道路。這樣的作法體現出作者穩健的學風以及嚴謹科
學的精神，也為後來者處理類似的資料提供了可供參考的實例。進一
步來說，簡帛研究近年來可說是風生水起，但道教研究者似乎仍少有
涉入。然而正如本書各個章節所示，在這些材料中確實有不少和道教
有關的資料，可以為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例證。因此若能
有更多的道教學者在掌握相關領域研究方法的基礎上積極地參與到簡
帛研究領域中，則不僅能推動早期道教研究的新進展，也可為簡帛研
究提供自己的真知灼見，對於兩個領域應該都會是一件幸事。

本書的主體部分被分為上下兩篇，上篇討論方術與道術的問題，
下篇則討論道教與葬俗、信仰的問題（頁7）。雖然每一章都獨立成篇
專注於一個具體的文獻或問題，但這樣的結構無疑呼應了作者關於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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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道教與民眾生活關係以方術和民俗為軸線的觀點。以下，筆者將對
各個篇章進行簡要的說明。

本書第一章討論的是放馬灘秦簡中的《志怪故事》。此一文獻主要
講述了主人公丹死而復生的故事，在全文最後還借主人公之口講述了
一些與亡者有關的事項。總體來看，這個故事與本書第六章所討論的
《泰原有死者》相類，但是本文對主人公丹的死亡和復生過程有較為詳
細的描繪，所以被置於上篇討論。本章中作者首先對《志怪故事》分段
進行了整理，對於既往研究中有歧義的字句，皆詳述前人研究的成果
並說明作者的意見。其次則對簡文編綴、擬名，以及本文性質是否為
真實公文書的問題作了探討，給出了新的錄文與白話文翻譯。本文第
四節以前文的文獻整理工作為基礎，討論了故事中所出現的數字
「三」、司命使、白狐、柏丘等與時人宗教觀念有關的問題。尤其其中
對公孫強身份的探討涉及到「戰國秦漢時期活躍在社會各階層的巫
師、方士集團……或專門從事神人之間溝通的神職人員」（頁77），對
先秦時期「鬼」概念及生死轉換狀態問題的探討則涉及到道教屍解思想
（頁98–102）等，都對道教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此外，復生
故事作為一種故事類型在中國可謂源遠流長。甚至時至今日，民間也
仍然流傳著不少同樣類型的故事。作者將放馬灘《志怪故事》與後代的
同類作品也進行了比較，提出兩者側重點有所不同。其中《志怪故事》
等早期作品比較側重復生過程的描述以及關於死人好惡的教說，後代
此類故事中則往往會更加詳細地描述冥界的世界。雖然此處只是一個
初步的比較，但是這一問題的提出對於靈驗故事尤其其中復生故事的
研究應該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第二章討論的是漢代「血忌」觀念對道教擇日術的影響問題。血忌
是一個漢代出現的擇日術的概念，指要特意避免見血，以及不宜殺牲
的日子（頁103）。作者以四種秦漢簡牘文獻為線索，首先探討了血忌
概念從秦代「殺日」禁殺六畜的風俗中產生並最終在東漢定型化的過
程，進而以房中術擇時、章醮擇日以及道教醫學和養生法中的相關內
容為例，說明了血忌概念在後世道教中的傳承與影響。在結論部分，
作者提出道教的血忌概念基本移植自漢代的禁忌風俗，秉持了漢代
「血忌」概念的核心精髓（頁113）。本章中作者對於血忌概念的梳理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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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清晰，為研究方術與道教的關係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不過文中
使用了道教醫學的概念，並將其與「傳統中醫學」並列，似乎尚須斟
酌。而文中代表道教醫學的例子，主要是孫思邈《孫真人備急千金要
方》中血忌日忌針灸的內容。更早撰成的醫學文獻《黃帝蝦蟆經》中即
已經有血忌日法條目，內容與其所引述的孫思邈的觀點基本相同。因
此前述《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中的血忌內容當只是引述既有的傳統醫
學概念，並未因其道教徒的身份而在其中有所增益，似乎不宜置於此
處作為證據。

本書第三章《入山與求仙》是本書中較為特殊的一章。它的主要資
料並非出土文獻，而是研究者非常熟悉的《抱朴子 ·登涉》篇。但是正
如王子今先生序言所述，「其內容卻仍然多與出土文獻研究密切結
合」，用另一種方式展現了出土文獻對於初期道教研究的意義。眾所
周知，葛洪是帶有非常濃厚方士氣息的道教人物，因此《抱朴子》一書
確實是研究道教與方術關係的一個很好切入點。本章的主要內容，即
是將《登涉》中各種和登涉山林川澤有關的「禁忌觀念及自我防禦性措
施」分門別類進行了整理，再探討其源流。在結論部分，作者提出前
文所討論的各種入山法之所以保留有鮮明的方士集團的印記是緣於道
教南進後所採取的「在地化」策略。也即在漢晉之際尚處於發展階段的
道教南下後面對江南根深蒂固的方士傳統並未採取拒斥的態度，而是
採用「方士集團的話語系統」來闡釋外來的道教思想，以消解潛在的文
化衝突，同時彌補自身法術系統的不足。而正是這種方術與道術的互
相融合「奠定了後世靈寶派法術的基本格調」（頁206）。葛洪以及東晉
南朝時期南方道教中的方術內容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相關研究頗
為不少。不過作者系統性地對目的相近或相關的一系列法術進行考
索，由此凸顯出了葛洪及其所代表的道教團體所操行法術的總體特
徵，對於理解道教在南方傳播的過程具有獨特的參考價值。此外入山
的方術作為目的性非常強的一組法術，又正與葛洪為代表的方士因素
非常強烈的南方道士的修行方式有密切的關係，正可反映兩者宗教生
活的共通點。筆者之前的研究中也注意到南北朝隋唐時期熱衷於入山
修禪的佛教僧人也對方術或道術有特別的關心。因此順著作者所提供
的方向推展下去，應該還能發現更多有趣的問題。作者在結論部分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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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以道教在南方的「在地化」策略來解釋葛洪道法體系中鮮明的方術特
質，當也是一種可行的闡釋方向。不過由於在前文的討論中並未充分
說明「在地化」之前道教所具有的特質，對於道教和南方的方術傳統接
觸的歷史作者也沒有作詳細的說明，使得這一結論略顯突兀。如果能
更清楚交代雙方固有的傳統以及兩者互相接觸時衝突與交流的過程，
或許可以好地說明所謂「在地化」的傳播策略及其歷史背景。

本書上篇的最後一章討論了道教四縱五橫觀念的淵源問題。四縱
五橫原是出行巫術中的一個部分，秦漢時期相關內容就已經與禹步有
密切的關係，因此釐清這一法術的源流對了解道教法術中禹步、步罡
等內容的淵源具有重要的意義。此外這一法術在相當長時段中持續有
所變化，尤其道教法術中的運用與早期方術中的情況又有很大不同，
因此也可以作為了解道教對方術內容之改造的切入點。和四縱五橫有
關的內容最早見於放馬灘秦簡《日書》之中，敦煌遺書中也有相關的文
書。在作者之前，饒宗頤、工藤元男、余欣、夏德安等學者就已經有
所留意並作了一些討論。作者則是以放馬灘秦簡中的記載為主，首先
對該法術內容所在的《行不得擇日》篇進行了整理，並就其中部分文句
的解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例如對於關鍵的「直五橫」一句是否有
闕字等問題的討論都有相當的說服力，有助於進一步了解這一法術的
面貌。隨後，作者梳理了道教文獻中相關的內容，並綜合出土文獻中
的記載對「四縱五橫」的稱謂、象徵含義及其一些細節內容作了討論。
在結論部分，作者梳理了這一法術由原始的「直五橫」發展為道教儀式
中的「四縱五橫」，並最終被改造為與出行無直接關聯的一種道教法術
的原委。觀察這個法術發展的歷史，作者提出其早期的巫術形態與其
在道教法術中的形態雖然有很深的淵源，但又存在很大的不同。由此
一般化，作者還提示了道術雖然多淵源於巫術，但兩者不可混為一
談。這一觀點敏銳地注意到了方術內容進入道教之後所發生的變化，
值得相關研究者深思。

本章中有一個細節，筆者認為值得進一步地深究。《行不得擇日》
篇中有「鄉（嚮）北斗質」一句，作者認為意思是「面向北斗的方向清整
出一塊場地作為祭壇，並在壇內陳設供品、施予祭拜」。其註引《抱朴
子內篇 ·登涉》中入山祭斗法為例，說明此法在道教中亦有傳承（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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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228）。後文中將此法術與《北斗治法武威經》比較時，還提出此
經中亦有「嚮北斗質」的內容（頁236）。這個細節內容與本章的主旨並
無太大的關聯，作者或許並未太加注意。然而正如呂鵬志在《唐前道
教儀式史綱》一書中所曾指出，漢晉時期醮、祭不分，《登涉》所載入
山前夜祭北斗的儀式實際也就是醮斗。所以根據作者的解讀，此一出
行的儀式便可成為民間方術中醮儀內容的早期例子，並且它還對道教
產生了非常直接的影響。然而作者解釋「質」字時所引訓例實際包括了
兩種不同的解釋。以《說文解字》為代表的一系列文獻基本是以「贅」、
「贄」等詞訓質，意指贈物；俞樾對《禮記 ·郊特牲》中「掃地而祭於其
質也」一句的解釋則是以「地」訓質，指土地（空間）。作者並未說明他
在此處究竟採用哪種解釋，卻是將兩種不同的解釋綜合起來並有所推
演，得出了「質」是指起壇設祭活動的觀點，似乎是有欠周圓。且僅僅
通過文字訓詁說明此字有相關義項，而不提供進一步的旁證，似乎也
只能說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讀而已，仍未可提供足夠的說服力。至於
《北斗治法武威經》中對應內容則亦僅言啟告北斗、誦七星名字，是否
有起壇設醮之事似乎也須其他材料加以佐證。因此我認為作者雖然提
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讀法，卻未能充分加以證明。如果在此基礎上能
再結合其他資料作一專論，或許對釐清醮儀的方術淵源會有所幫助。

本書第五章討論了放馬灘M14秦墓板畫資料所反映的喪葬信
仰。這件文物本蓋在棺內死者的胸腹部上，正面繪一虎鎖於樹上的圖
畫，背面繪博局圖。與本書中其他篇章所採用的主要資料不同，它是
「非文字資料」。在本書的緒論中，作者即已提到希望嘗試使用此類資
料（頁7），其最主要的體現當即是本章的內容。考古發現中所得到的
文物大多並無文字，需要綜合使用考古學、圖像學等方法進行研究。
這可以說是傳統以文獻資料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者較不易掌握的內
容，研究難度較高。但這些資料無疑是理解古人的信仰世界的重要參
考，如果善加利用當會對道教研究的推進有很大助益。因此之前已經
有一些以道教考古或道教美術為主題的研究涉及了相關內容。作者在
本書中有意識地採用此類資料當也是希望在推進具體研究的同時強調
此類資料的重要性。

在介紹了這件文物的基本情況之後，作者首先探討了木板正面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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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的意義。通過對文獻和文物中所見虎與方相、方良之關係的梳理，
提出繪畫中出現的虎是用來護衛亡者免於方良偷吃肝腦的守護者。隨
後又根據文獻中關於方良懼怕虎與柏的記載，推測畫面中的樹是柏
樹，其作用與虎相似，都是為了防範方良。將虎鎖於樹上的構圖則表
現了讓它們永遠鎮守墓穴的願望。此外，作者還提出與放馬灘板畫非
常類似的五壩山七號墓壁畫的主題當亦並非之前研究所指稱的開明獸
與不死樹，而是同樣的柏樹與虎的組合，具有防止墓室被侵擾的作
用。以此為基礎，作者還對放馬灘秦墓中所出現的圓形木棒、食物等
進行了探討，提出它們可能是方相氏驅方良儀式殘留下來物品。研究
中作者對圖像學方法的運用以及以圖文互相印證的作法都顯示出作者
對於非文字的資料具有較強的研究能力。對於木板背面的博局圖，作
者認為它一方面是出於「侍死如生」的理念陪葬的玩物，另一方面則具
有引魂昇仙的作用，蘊含著希望亡者通過這個板畫進入天界成為仙人
的願望。在結論部分，作者援引羅二虎對漢代石棺畫像主題的研究，
指出M14所出土板畫正反兩面正表現了秦漢時人處理喪葬事宜的兩
大基本原則——仙境與昇仙和驅鬼鎮墓。

第六章主要討論了北大藏秦牘《泰原有死者》所體現的冥界觀。
《泰原有死者》篇的主題與結構都和前文討論過的《志怪故事》相類，
但這則故事對主人公死而復生的經過並未多加說明，主要篇幅都在講
述亡者所傳達的關於彼世的信息。因此本章也主要討論了這些內容。
其中對於和亡者有關的冥界機構——少內和廚的討論非常有趣，顯示
了秦代人想象中的冥界已經出現了帶有官僚化特徵的機構，這對於理
解道教對仙界以及幽冥世界想象的形成背景具有重要的意義。不過就
筆者管見，本文中對於「女子死三歲而復嫁後有死者無並其冢」一句的
解讀似乎仍須斟酌。此句李零等學者認為與冥婚有關，陳偉則認為是
說明女子死而復生後婚嫁之事。作者基本延續了陳氏的解讀並略有修
正（頁296）。在研究的部分，作者進一步討論了各種有女性復生內容
的志怪故事中主人公婚嫁的問題，希望由此了解古人對「復生者」社會
身份的看法。雖然這些故事在今人看來有些荒謬，但古人確實普遍認
同這種現象的存在。而他們對復生者的理解也可以反映出時人對於生
死問題的一些基本的思考。因此作者的這些討論本身確實有一定的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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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性。但是這則文獻中借復生者之口宣述的教說基本都是關於隨葬品
要如何處理、祭祀時有何注意事項之類日常生活較為常見的事務。這
種作法在歷來的入冥故事中頗為常見。如果假設秦代並未出現大量
（時人所認為的）「復生」現象，那麼這樣的事情似乎並非尋常人所可
能遇到的，其技術細節更非時人普遍關心的內容。這與其他各條形成
了鮮明的反差。陳偉提出新說時實際未提供任何佐證，僅是就此段文
字提供一種還算通順的解讀。作者在提出自己的意見時似乎也未能補
充足夠的證據。因此作者的解讀雖在文字上可通順，卻未能照顧全文
的文脈，似乎仍不具有充分的說服力。故而筆者仍較傾向於接受李零
的說法，即此處所討論的可能是已字未嫁之女死後冥婚的問題。

本書第七章討論了香港中文大學所藏松人解除木牘。考古所見偶
人頗為不少，其中香港中文大學所藏此件偶人保留了三百餘字的文字
內容，為相關文物中文字量最多者，無疑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本章
以這件文物為中心，對於其中所見擇日 / 擇時方術、喪葬禁忌以及此
類偶人的材質和數量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並就其中所見「拘校復重」與
道教文獻中常見的承負、解除等概念的關係，以及相關儀式的操作
者——天帝使者的問題進行了探討。其中，重復、天帝使者等都是在
各種出土文物中常見的內容，長期為學者所關注。作者在權衡前人觀
點的基礎上對有所爭議的「重復」與承負關係以及天帝使者的真實身份
等問題進行了考辨，並說明了自己的立場與觀點。通過這些討論，作
者立體地說明了時人為了避免重復所會遵循的一系列習俗規範，以及
相關解除活動的基本面貌。

第八章所討論的是吐魯番洋海一號墓地四號墓所出土的一件非常
獨特的文書。此文書寫於「緣禾二年」，據研究此年號為北涼所用，其
二年相當於公元433年。鑒於文書的內容，整理者以及本書的作者均
將其稱為「冥訟」文書。簡單來說，這件文書是亡者親人向皇天后土、
閻羅大王、平等之主（＝閻羅？）等神說明死者含冤故去的內情，希望
他們召有罪者「檢校」的文書。游自勇先生和作者都認同這件文書包括
兩個部分，前部自稱為「辭」，是仿照世俗公文格式書寫的訴辭。後部
二行則是亡者母子對祖先的告白文。作者對文書文本進行了細緻的疏
解，並對兩個問題展開了討論。首先是文書中所謂「檢校」的真實含



書評 325

義。作者提出此處的檢校實際就是勾魂，也即由諸神將相關者魂魄拘
走，以進行審判。這種神靈拘走生人魂魄來審問的情節或思想常見於
各種道書和小說之中，但就筆者所見，以此為訴求的實用文書卻是獨
一無二。其次，作者討論了道教的冢訟觀念及解冢訟之法，並將其與
此文書的「冥訟」進行了比較。正如作者研究所示，兩者確實具有相近
的思想背景。結論部分，作者提出這一文書的出現正值道教進入今新
疆地區的時代，是道教初傳河西地區時情形的記錄。而其中的神靈亦
包羅了道教和民間俗神、佛教神與家族的先逝者，是相關觀念共同影
響下的產物。不過本文有一個段落名為「六朝葬俗中的冥訟文書」（頁
398），將此作為一個葬俗介紹，似乎未必妥當。按該段落所舉之例都
是《冤魂志》和《稽神錄》之類故事集中的內容，其所敘故事基本是亡
者含冤求以筆紙隨葬以於冥界控訴。以這些資料，說六朝時有亡者可
以隨葬紙筆書寫文書訴冤的信仰則可，但它是否相沿成「俗」卻又是不
同問題，有必要再進行專門的討論。尋常參與葬儀的道士或其他宗教
專業者是否會進行如此具有攻擊性的（幾乎已經類似於詛咒的）活動，
也讓人有些疑慮。所以對於這一點，我較為傾向接受游自勇先生的看
法，即這類文書（及相關的儀式操作）是否程式化仍須待進一步資料加
以佐證。此外，這件文書和冢訟的觀念基本上基於共通的思想背景，
因此此則文書的出現確實反映了道教的一些觀念可能已開始在當地產
生影響。但是此件文書從行文格式（上清、靈寶都會採用名為辭的文
書，但正如作者所述，此件文書採用辭的形式當主要緣於世俗公文中
辭的作法）、文辭表述到神靈系統、所求願望，都並沒有體現出鮮明
的道教特質。就筆者所知，似乎也難以想到任何可能與之匹配的道教
儀式活動。因此關於這則文書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與道教有關或者說當
時道教對此一地區的影響究竟到何種程度的問題，似乎仍有待進一步
討論。與之有關的是，本章中有幾處，作者以道教章文寫作的規範討
論文書寫作中的相關細節（頁375、376、390）。但是從這則文書的使
用方法、格式、行文等方面都可以確定它的性質並非章文，因此即使
有道士參與到寫作過程中甚至即使它是一件道教儀式文書，也未必會
遵循章文寫作的要求。所以書章的規範對於理解這件文書寫作所能提
供幫助也非常有限，反而易使讀者產生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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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各個篇章為我們提供了早期道教與方術、民俗互動的一個
個生動案例，說明了道術與方術、道教與民俗的關係確實是重要且值
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領域，出土文獻則是相關研究的重要資料，其價
值不容小覷。作為相關研究中較早而較全面的一部著作，其所涉及的
內容頗具啟發性，所提出的不少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思考和發掘。

在本書的結束語部分，作者歸納了道教與中國民間信仰及其中衍
生出的各種傳統的關係，提出道教教團雖然創建於東漢，但其淵源往
往可追溯到秦漢甚至更早的時期。在道教成立之後，它和庶民社會、
民間信仰、喪葬禮俗等也仍保持親緣關係，兩者之間呈現出雙向互動
的交融狀態。但要深入研究這些問題，則不能將研究資料限於藏內文
獻，而要綜合運用包括出土資料在內的各種材料（頁418）。這一提示
雖然是針對早期道教研究提出，但對於其他領域甚至其他學科的研究
應該也有參考價值。讀完這一結語之後略感遺憾之處，在於作者未能
就道教與方術等內容所存在的「雙向互動的交融狀態」進行進一步的說
明，提出更具一般性的觀點。不過鑒於相關問題的研究總體來說還處
於起步的階段，本書也只是作者這一階段中研究的成果，通盤討論的
時機可能尚未成熟。本書的主要目的，當是提出研究的方向與願景，
展現相關研究的重要性。相信將來隨著個案研究的不斷積累與持續深
入，作者會帶給我們更多的驚喜與思考。

在本文的最後，我還想說一下我對相關研究的一個小小建議，希
望能夠給作者及其他有志於此方面研究的先進提供一些參考。

筆者並非道教與方術問題的專家，但就我粗淺的了解來看，初期
道教與方術、民俗的關係某種意義上與佛道關係類似。其中前者可以
視作是道教從其母胎中（至少部分地）脫離，嘗試尋找自我定位的過
程；後者則是道教面對前所未見的「他者」時重塑自我的過程（參見謝
世維《大梵彌羅》的導論）。兩種情境下，道教都從對方吸收了大量的
元素，但最終的落腳點仍然是構築道教的「道教性」，而非片面的自我
解構。佛道關係研究的初期曾經有過較為強調佛教對道教片面之影響
的傾向，甚至有學者用過「抄襲」之類現在看來非常刺眼的詞彙來描述
兩者之間的關係。然而最近幾十年來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更多關
注到表面的相似性之下佛道兩教深層的互動以及道教在這種互動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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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性的作為。這些研究提示了在兩教關係之中，道教絕非單純的接
受者，而是同時存在各種不同的面相。兩教之間的互動因此也無法簡
單以「影響」一詞來描述。這些研究的成果雖然無法（也不應該）直接
套用到初期道教與方術、民俗研究的領域，但至少在視角和方法上應
該具有參考的價值。

作為本土宗教，道教脫胎於中國固有的宗教環境之中，在發展過
程中也始終與其他本土宗教傳統保持強烈的親緣性。有些情況下兩者
幾乎可以說是水乳不分。但是道教成立的歷史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在孕
育它的宗教環境中建立其獨特宗教身份和傳統的過程。與遇到佛教時
的情況相類，初期道教使用了大量外源的元素，但同時也會對這些元
素進行挑揀、改造與重新詮釋。李福（Gil Raz）對於《五符序》的研究
向我們展示了這部道經的作者（們）對既有的神話和儀式因素的創造性
改寫，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更民間性的材料中——例如在南朝的
墓券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道教徒不僅並非完全遵循民間固有的儀式
傳統，有時甚至會刻意地強調兩者之間的區別（參看劉屹《敬天與崇
道》一書的上編與魯西奇《中國古代買地券研究》的相關章節）。不過
這種改造的方式與區別的界線會隨著時代、地域、道派以至個人思想
背景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別，一些經典中出現的理念也未必會原原本本
地體現在民間的實踐之中，因此尤其當涉及民間的實踐與信仰時，各
個個案可能都具有很強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文化
融合過程本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也正展現了道教探索自身定位過程的
歷史複雜性。因此觀察各個個案之中道教（有時還有不同的教內團體
或傳統）如何理解、應對、轉化淵源於方術、民俗的內容對於理解道
教的成立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也是此類研究中應當特別予以關注
的方面。

本書第四章在考察了四縱五橫及相關法術的源流之後強調了巫術
內容與其進入道教之後的形態不可混為一談，我認為是非常具有卓識
的觀點，從中可以看到作者敏銳的觀察。但是本書的討論中仍然較多
展示方術、民俗內容與後來道教相關作法之間的「同」，未能充分就其
「異」處及相異的原因作說明與探究。在結語部分，作者則提示了很多
脫胎於方術的內容經過了道教的宗教化改造（頁418），但對於這種所



328 《道教研究學報：宗教、歷史與社會》第八期（2016）

謂宗教化改造的特點及其具體方式仍然缺少充分的說明與探討。此
外，同樣的內容在不同的體系中可以被置於完全不同的位置，從而發
揮不同的作用，產生不同的意義。因此個案研究在追索具體作法源流
的同時，也應當警醒到它已經處於不同的思想體系之中，並關注由此
產生的結構性變化及其背後的歷史過程。甚至對於一些看來只具有裝
飾性意義的變化，似乎也有必要從這一方向追問其原因。因此我希望
將來的研究能夠更加重視道教對於這些傳統元素的改寫與改造，為我
們展現出道教和方術、民俗關係之中更加多彩的側面。

總的來說，本書所提出的以出土資料為重要參考，綜合運用各種
性質的材料，從道教與方術、民俗關係兩個主軸推進初期道教中民間
性、信仰性層面研究的方向具有相當的前瞻性。作為此類研究中的先
行者之一，作者也以充分的實例證明了這一研究方向所具有的潛力及
其對道教研究的重要性。其對各種資料的整理科學嚴謹體現了較高的
學術水準，對資料的辨析多有創見，為將來的研究者提供了扎實的學
術積累和研究範例。相信本書的出版會帶動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初期
道教與方術、民俗關係研究的領域，共同推動初期道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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